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学政朱圭的倡导下，福建多数府、

县都设立了读书社，当地儒士定期在此集会，切磋诗文。福建普遍形成了

送子弟人学的良好教育风气，各类私塾在城乡也随即繁荣发展起来。据明

嘉靖《漳浦县志》载: “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延师受业，随

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清乾隆《泉州府志》载: “今间里山海之间，

家诗书而户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书为荣。”乾隆《德化县

志》载: “穷村僻壤有塾学。稚子不任力作，概令读书，虽樵牧童竖，罕

不识字者。” 《清词铎�建阳小乐府》词曰: “明星在天灯影灿，满城书

声起夜半。”

私塾的学习时间大多以一年为限，一般一年学习二百天。如要续读，

则来年再议。各私塾都制订学规以规范学童的言行，或由塾师于开馆时口

头宣布，或明文书写张贴于墙壁上。 “见书如见虎，见师如见鬼。” “一

片无情竹，不打你不读。父母要纵容，莫要送来读。”这些福建民谚反映

出塾师对学童的管教是相当严格的。

为适应不同的学习需求，这一时期私塾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包括学

塾、家塾、村塾、族塾、义塾、夜学、冬学、雨学、女学、八股文短期学

习班等。其中，女学、八股文短期学习班是明清时期才出现的。私塾分为

蒙馆、经馆两类，男女兼收，但女童数量相对较少。蒙馆占多数，以传

授文化知识为主，塾童一般在⒂岁以下，学习《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千家诗》等启蒙教材，此外，一些塾师还热心为学童编

写训蒙课本，如清代古田人郭居敬的《二十四孝》、陈惠元的《小儿必

读》、龙溪人吕新吾的《小儿语》、长乐人吾惕园的《童子摭谈》、武平

人林树的《一年使用杂字》等;经馆以学习《四书》、 《五经》为主，兼

习八股文写作，以应科举，塾童一般在⒂岁以上，参差不齐，塾师多擅长

八股文写作。明、清时期，福建从事塾师这一职业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但

大多是清寒之士。王世懋在《闽部疏》中提到: “文儒多寒素，以舌耕为

业，未尝客游居幕，老穷一经，虽淡泊，怡如也。”

福建的私学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普遍产生的发展过程，由于同处于一

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的管理之下，所以其具有与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区域的



私学相类似的做法。但是，由于福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也使得当地的
私学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应当指出的是，福建私学的发展也受到了许多
因素的制约，如地方官员的重视与否，当地文化氛围的浓厚与否，地方财
力的支持程度等等，都会对私学的办学产生影响。

第心.-.节节‘书书书书 .，声院

第第二二〕节 书书 l院院

书院是我国特有的、充满活力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是私学教育发
展的高级形态，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福建书院的出现始于唐，
兴于宋，由私人读书讲学之处逐渐演化为以讲学为主，教学与学术研究、
著述相结合的教育机构。它是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与理学南传、闽学形成的
产物，带有浓厚的闽学色彩，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元代开始，朝廷加强
对书院的控制。明中叶以后，福建书院逐步官学化，但民办书院仍绵延不
绝。清代，大多数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教育功能萎缩，。最终退出了历史
舞台。

一、唐五代福建书院的萌芽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原指朝廷藏书和校书的场所。唐代官方书
院的功能仅局限于刊辑经籍、举荐贤才和为皇帝讲解经史等。福建书院始
建于唐、五代，属于私人讲学性质的教育机构，其初生阶段形态多样，有
教育乡人的乡校、有教育族中子弟及乡邻的学塾、也有相聚读书兼讲学之
所。据史料记载，唐、五代时期福建共有六所书院。

漳州松州书院是福建最早创建的一所书院。明万历《漳州府志》卷
十六、清乾隆《龙溪县志》卷十五记载:唐景龙二年(708年)，首任漳
州刺史陈元光之子陈珦“辟书院于松州(今浦南镇)，与士民讲习，时
州治初建，俗尚弃鄙，珦开行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开元二十五年



( 737年)，陈珦自漳州刺史任上退隐，又在此聚徒讲学，直至天宝元年

( 742年)去世。袁子才《随园随笔》中曰: “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

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实

际上在此之前，漳州的松州书院早已建立，并且起到了推行教化的功能。

据《建阳县志》记载:唐乾符年间(874一879年)，兵部尚书熊秘

率兵人闽镇守温陵(今泉州)，后定居建阳县营口乡樟埠村，兴办家塾，

以教子弟。北宋初年，后裔熊知至隐居鳌峰，遂将家塾改名为鳌峰书院。

熊氏子孙世代读书于此，苦读成风。鳌峰书院至南宋仍久盛不衰，先后中

进士十三人。宋亡后，熊氏后裔熊禾为继承理学道统，改额为“云谷书

院”，并邀名人于书院讲学著书，写诗吟赋，书院遂闻名于世。

据《仙游县志》、 《麦斜岩志》、 《度尾乡志》记载:唐初有僧人在

仙游县麦斜岩建庵。后来，扩建为寺，吸引学子来此读书，并祀文昌君，

名为“文昌书堂”。唐末学者讲学于此，改称“文昌书院”;隋代有僧人

在仙游县度尾乡建庵。唐武宗时，正觉禅师将其扩建为寺。唐末杨在尧在

此读书讲学，名为“东山书院”。

据沙剑萍《紫云黄氏的开山祖黄峭》考证:邵武县和平书院是由原

唐工部尚书黄峭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创办的，他“聘请宿儒，讲授

诗书，诱掖后进。风气所及，和平乡以读书人多著称”。另据《八闽通

志》卷四十四《学校》载，原永贞县(今罗源县)令余仁椿于南唐年间

( 955年左右)在古田县杉洋乡创建蓝田书院，宋代朱熹曾在此讲学，并

为它书额。

二、宋元福建书院的繁荣

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随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福建经

济、政治地位迅速提升，福建书院也迎来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书院

遍布八闽大地，而且学术水平之高、思想影响之大，历史罕见。以朱熹

主持的紫阳书院、考亭书院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书院，不但培养了大量的

闽中才俊，而且吸引四方学者前来切磋学问，形成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



“考亭学派”。

朱熹在福建的讲学和办学活动对宋代福建书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宋代理学家藉讲学以传播理学经义，既发展、完善了理学思想，也促进了

宋代福建书院制度的成熟与繁荣。在朱熹之前，一批著名理学家已在福建

各地(主要是在闽北地区)聚徒讲学，但那时福建境内的书院，如侯官

县的古灵书院、政和县的云根书院等，数量不多，且在全国影响不大。后

来，以朱熹创建的考亭学派为主干的闽学成为理学各派的主流，闽学以福

建书院为大本营，其影响远远超过福建的范围，对福建人文教育乃至中国

文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朱熹及其弟子在各个学院的讲学活动也直接促

使福建大量著名书院的出现。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福建各地从事讲学与

学术研究活动。他不但建立起一套理学道统体系，而且创建了一套相当完

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他以“学作圣贤”、 “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强调道

德教育，将道德教育的方法概括为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以

《四书》、 《五经》为讲学的基本教材，提出“格物致知”等教学和学习

方法。他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南宋以后各地书院争相仿效的

办学和学习规程。朱熹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不仅在福建，而且在全国

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宋代，福建书院多数属大学性质。它形成了以讲学为主体，教学与学

术研究、著述相结合的一种特殊体制。它是宋代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产物，也是理学南传、闽学形成的直接硕果。宋代福建书院带有浓厚的闽

学色彩，对全国有重要影响。南宋后期书院教师多由官学教授兼任，宋景

定年间改由吏部派任，待遇与当地学官相同，书院开始呈现官学化趋势。

元代初年，蒙古贵族以重兵驻守福建，对人民实行残酷的掠夺和压迫，严

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福建的学校教育也一度衰落。但不久统治

者改变了政策，保护书院，并使之官学化。在此情况下，福建书院继承了

闽学的办学传统，并有所发展。

宋、元时期福建书院的繁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大兴书院

《福建省志�教育志》载:宋代福建创建的书院共102所.分布于全



省六州二军。其中，福州与建州各30所，泉州与南剑州各9所。书院最多

的县是建阳县，有⒂所。福建书院多集中在闽北，创建时间多在南宋时

期。可见福建书院与闽学发展息息相关。元代除继承以上书院外，新建二

25所，如光泽县尹况逢于天历二年(1329年)创建的云岩书院、元至正十

年(1350年)，同安县尹孔公俊建立的大同书院等。

宋代福建书院多为民办，非职业性质，以教书育人、传授学术思想为

。
目的�其经费�校舍由创办人自行筹措。如朱熹创办的武夷精舍、竹林精

舍，都由师生共济、因陋就简而成。到南宋后期开始出现官办书院。或用

公款筹建院舍，拨田置产以供;或将民办书院“列人学宫”，归人官学系

统;或赐名、赐额以示鼓励。如建宁府建安书院是守令王垫遵理宗口谕而

建。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在朱熹去世后由官府续办，改称武夷书院和考亭
书院。

元代，官办书院增多，官府加强对民办书院的影响与控制，包括审批

建院、命名、聘任山长、拨给经费等。如浦城县的西山书院是在元延祐初

由真德秀裔孙渊子建立，延祐四年(1 317年)由行省奏准朝廷命名，列为

学宫。

宋元时期创办书院者多为理学家，书院为传道授业、研究与著述的场

所。官办书院则多在理学家读书处或讲学处创立，以宣示朝廷崇尚理学的

政策。书院山长亦多聘请理学家担任。如朱熹先后建寒泉、晦庵、同文、

武夷、竹林等精舍或书院;金门县燕南书院是为纪念朱熹在同安任职时到

金门采风而建;元代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建安判官方逢辰重建考亭

书院，学田增至500多亩。宋代所建书院到元代大多得以延续，且有所发

展，最终形成元代“书院遍天下，而闽中为盛”的繁荣局面。

( 二)特色书院多

南宋时期福建武夷书院与考亭书院的影响已远远超出省境。

武夷书院，初称武夷精舍，亦称隐屏精舍。宋淳熙十年(1 183年)，

朱熹建之于武夷山九曲溪五曲的隐屏峰下。主建筑称“仁智堂”，兼礼堂

和讲堂之用;旁边两间卧室为“隐求室”;另有学生宿舍“观善斋”、接

待宾客处“止宿寮”等。书院后靠大隐屏峰，前望晚对峰，风景优美，远



离嚣市，颇有禅林之风。精舍建成后，吸引不少当世才俊前来切磋学问，
如研究邵雍之学的刘甫、浙东学派创始人吕祖谦、诗人辛弃疾、史学家袁
枢等。前来求学的弟子数十人，亦大多学有所成，成为著名学者。朱熹在
武夷精舍讲学七年(1 183一1 190年)，在弟子们的参与、协助下完成《中
庸章句》、 《中庸或问》、 《易学启蒙》、 《小学书》、 《太极图书》等

著作，形成“当今道在武夷”的盛况。朱熹去世后，书院扩建改称紫阳书
院。宋咸淳四年(1268年)，朝廷命官府大加营建，改称武夷书院，由官
府拨给学田。

考亭书院，坐落于建阳县西郊五里考亭村。朱熹于宋绍熙三年(1 192

年)在此定居，直至去世。因前来求学的弟子众多，朱熹乃建竹林精舍，
又名沧州精舍。其中“燕居庙”奉祀孔子，配祀颜回、曾参、孟子等，开
书院奉祀本师先例。书院遵行《白鹿洞书院学规》，教学以《四书》为
首，次以《六经》，再次为史、传，循序渐进、融会贯通，首开教学体
系，影响遍及全国。此后《四书》逐渐取代《六经》成为各地书院与官学
的主课，成为千年惯制。书院以读书为基础，将个别指导与升堂讲授、质
疑问难与释疑解惑相结合，形成自由研习、教学相长的良好学风。在弟子

的参与下，朱熹完

成了《四书章句集

注》等著作，建立

了理学考亭学派，

真正实现了教学与

学术研究相得益彰

的教育实践，为后

世书院树立典范。

朱熹死后25年，即

宋宝庆元年(1225

年)，建阳县令刘

克庄建祠以祀，淳

祐四年(1244年)



诏为书院，御书“考亭书

院”匾额。

另有屏山书院，原

称屏山书塾，位于崇安县

五夫里府前村。宋建炎四

年(1130年)由朱熹的授

业师刘子翬创建。书院教

授乡里子弟，不分贫富，

来者不拒。该书院既进行

蒙学教育，又结合道德修

养传授学术思想，在崇安

县及闽北影响较大。又有红泉书院，南宋邑绅林国钧创建于莆田县景得里

谷城山下，聘请林光朝主讲，后渐成“红泉学派”。

( 三)书院学风受理学影响

宋、元时期福建书院所习课程皆以儒经为主，旁及礼、文、史，以

探明经书精义、经世致用为宗旨，这是理学的特点。朱熹及考亭学派传人

以闽学观点讲解经书，在教学相长中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学术思想教育体

系。他们将自己的著作引人教材，如朱熹以其所著《太极图说解义》、

《西铭解义》与所编《韩昌黎文粹》、 《欧阳修、曾巩文粹》教授学生。

南宋后期，以《四书》为主课， 《五经》为辅，次及史、传，再次为古今

词章的教学模式，逐渐取代了以《五经》为主课的传统格局。这是朱熹的

教育思想逐渐被官方和社会接受的结果。

朱熹与考亭学派以会讲(上课)、讲会(讨论)与个别辅导的形式，

培养独立思考、自由论辩、教学相长的学风。充分重视学生的学习主体作

用，提倡学思结合，鼓励提问，师生间平等切磋，共求经文精义;重视教

师的引导作用，提倡学行结合，教师以品德言行影响学生，学生也以教师

为模范。师生关系融洽，学生为求知解惑，来去自由，教师坐而论道，教

书育人。学术上的平等交流与人格上的相互影响，形成了福建书院自由健

康的良好学风。



( 四)学规独具特色

宋、元时期福建书院都制订了学规，或称学约、学则、揭示、教条
等，主要阐明办学宗旨、学习目的与方法，内容以说理诱导为主，禁例
为辅，用以指导、规范学生的言行。其中，以崇安县《屏山书院学约》与
《白鹿洞书院学规》较具代表性。

《屏山书院学约》为: “汝心之休，处此如游。汝心之流，处此如
囚。此堂何有?惟经与史。隐索周详，于兹备矣。诵书朗朗，其神乃扬。
杂虑横心，圣言则忘。听讲默默，精义乃得。借聪于人，终焉必惑。视彼
迅晷，若弗云来;今汝不勉，则何有哉?时习之说，反身之乐，瞻忽茫
然，匪伊情度。”

在屏山书院学习的多是乡间少年，以启蒙教育为主，因此学约以规劝
学者用心读书、时常复习、用本性来体悟经书精义、感受读书的乐趣等为
主要内容，体现了经史兼顾与重切身致用的理学精神。反映了宋代福建各
书院普遍的教学思想。

宋淳熙六年至八年(1 179一1 181年)，朱熹在知江西南康军时制订
了《白鹿洞书院学规》，其内容为: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王教，即此是
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
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
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
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
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朱熹任满回闽后，即将此学规在他与众多弟子所办的书院中推行，福
建许多书院也纷纷效仿实行。学规内容包括学习的宗旨、内容、方法与重
视实践的思想。学规中的“五教”是指处理五种人际关系的准则—仁、
义、礼、智、信。学规推崇孝道，并将之扩大到社会和政治层面，以实
现维护皇权和封建制度的目的。认为教育要培养封建制度所需的贤君、忠
臣、孝子，强调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重视修己与治人。学规体现了



朱熹对儒家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有积极的因素，也存在明显的

历史局限性。朱熹死后，他的弟子刘爚奏准将学规颁行于太学，迅速传遍

全国，成为南宋后期百年间及元代福建书院流行最广的学规。 《白鹿洞书

院学规》内容系统、全面，文字精练，集中体现了朱熹的教育思想，也是

对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高度总结。

三、明清福建书院的发展

明清时期，日益衰弱的福建官学教育使书院逐渐成为福建的办学主

体，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其官学化趋势明显增强。书院与八股取士的科

举制度紧密联系，大多数书院成为应考的预备场所，自由讲学与学术研究

的传统遭到破坏，书院的教育职能也日渐萎缩。

总体上看，明清福建书院的质量和影响力没有超过宋元时期，但是明

清时期书院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数量也有较大增加。元以前，福建书院

多集中在闽北。明清时期书院逐渐由闽北向沿海发展，基本遍及全省，且

分布较为均衡。与宋代相比，福建沿海地区书院增多，而闽北地区则开始

衰落。至清代前期，福建书院仍有相当发展，这与康熙提倡理学有关。据

统计，明代福建有书院近二百所，到清代则发展到五百多所。

此外，清代福建还设有教习推广官话(普通话)的正音书院。由于

福建方言复杂，朝廷施政不便。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官员到福建教习官话。

从清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福建各地就陆续建立正音书院。一般一县

设一到两所，如在闽县、侯官县各设二所，有的县多达十几所，如在上

杭县就设立了十二所之多。全省将近有九十多所正音书院，多附在原有

的书院、社学、义学之中，或扩建，或改建，教师先是从江西、浙江调

入，后来就从福建当地调派一些会讲官话的教师到各县补充任教。正音

书院对推动福建地区人民学习官话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教师

不懂各地方言，教学沟通困难，经费缺乏保证，制度也不健全，都相继

停办。

明清时期，福建书院较宋代又有较大发展，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官学走向衰弱，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各级官学教学基本停止，不能

满足士子的教育需求。书院为应试的预备场所，受到官府的重视，得以发

展。二是只有少数人考中进士，多数读书人则求职四方。人书院可领取膏

火银，维持生计。三是福建社会经济发展，求学的闽中子弟增多，要求也

随之提高。四是闽学影响深远，讲学之风犹存。明代多数福建书院仍有讲

学活动，受到社会尊重。

相对于宋、元书院，明、清时期福建书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一)书院逐渐官学化

官府加强对书院的干预、控制与影响。大部分书院变为官办性质，虽

然仍有一定数量的民办书院，但已无自由讲学的独立性。民办书院成为各

地办学的主体，取代有名无实的各级官学，但其经费来源、山长聘请、课

程与章程的制订等都被纳人官管范围。清代明令禁止聚徒讲学，只许在官
学化的书院中讲朝廷规定之学。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规定所有任官者皆须通过科举，而且只允许

各府州县学的生员参加乡试。这使百余年间书院一片寂寥。明中叶以后，

官学教育日渐形式化，教学活动很少进行，不能满足民间与朝廷双方的教

育要求。因此书院起而代之。福建书院从成化年间开始增加，至正德、嘉

靖达到高潮，万历年间又出现另一高峰。嘉靖、万历、天启年间，尽管统

治者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曾五次在全国禁毁书院，但福建各地的书院

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清初，朝廷为防止书院讲学会被反清复明人士利用，

对书院采取不提倡态度。清初90年，书院较为沉寂。康熙末年至乾隆年

间(1662一17%年)，福建各地不仅修复了一些明以前的书院，还新建了

一百多所书院，这些书院受到朝廷的扶植与控制。

民办书院的经费来源一般是由创办人自行筹集，多数由创办人倡捐

集资或以村、族公产支付，包括官府的部分支持。明代，这种自筹经费的

民办书院难以维持，为解决经费困难问题，许多书院接受官府的资助，逐

渐被官学化。福州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等全省性的大书院，都

得到朝廷的拨款供费，经费比较充裕，正常运营至清末。建于宋代的晋江



石井书院，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弘治十年(1497年)、清康熙

三十九年(1 700年)、乾隆七年(1742年)先后接受官府拨款及乡绅捐款

加以重建、修缮。

(二)重视招生与考课

各个书院招生对象不同，可自行规定，但须经官府批准。官办书院不

仅招收已取得功名的生员，也招收曾参加县、府、院试落榜的童生。由于

年龄无限制，功名是终身制的，因此有年逾半百的生员投考人学，老幼同

堂。人院生徒分生、徒两类，分开上课，考试出题不同。

福建全省性书院，明代有一所，清代有四所，面向全省招生，其他书

院多在行政辖区内招生。官办书院招生举行公开人学考试，一般在新春二

月举行，称为元考或甄别考。由地方官主试，按各院不同的定额录取。人

学以一年为期，第二年重新甄别。一般每月两次举行考课:一次叫官课，

由地方官主考、评卷、给赏;一次叫师课或院课，由山长主考、评卷、给

赏。每月按考课成绩分等发给赏火银与奖赏银。清末张之洞在《劝学篇》

中指出这种弊端: “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

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的影响日趋严重，八股文考课逐渐成为绝大多

数书院的主要活动。考课即反复进行八股文的模拟考试。明万历年间，朝

廷明确规定书院考课制度。清乾隆九年(1744年)，礼部议复书院考课以

八股文为主，促使此风更为盛行。有些书院虽然加试一些经义、文史，但

已不受重视。

( 三)完备学规与章程

明清时期，福建书院学规多采用《白鹿洞书院学规》体例。如闽浙

总督觉罗满为鳌峰书院制订的学约: “一、立定志向，学做圣贤;二、立

定人品;三、尊经;四、守约;五、虚心;六、乐群;七、敬业;八、课

文。”漳州丹霞书院的学约: “一、读书循序渐进，先经后史;二、学贵

有恒;三、实事求是，不存门户之见;四、以心得为主，学思各半;五、

以气质变化为尚，器识为先，文艺为后。”这些学约反映了闽学教育的传

统内容，对生徒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但与追求科举功名利禄相悖，因而

徒具虚文。



涵江书院试卷(福建省图书馆供图)

明清时期，福建各书院都订有章程，为前代所无。这是书院与科举

紧密结合，政府加强管理的必然举措。章程的内容主要规定每月考课的

次数，评选各等的名额与所给膏火、奖赏银数，其他涉及开闭馆日期、仪

式、生徒饭食银两与生活管理等。各书院对院产的管理另有章程，由董事
会主其事。

( 四)书院教育科举化

明清时期福建书院有莆田水南书院、泉州一峰书院、福州共学书院、

福州鳌峰书院、漳州丹露书院等。这些书院都与科举制度关系密切。清代

全省性的四大书院分别是鳌峰书

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和致用

书院，其中，前三所书院都以八

股制艺为主课。

福州鳌峰书院，为清康熙

四十六年(1700年)福建巡抚张

伯行创建于福州于山鳌峰之麓。

书院初建时以讲学为主，与以课

业为主的共学书院相辅翼，后来

共学书院并人鳌峰。鳌峰书院

最终难以摆脱科举的制约，罢废

讲学，走向科举化。鳌峰书院当



鳌峰书院图(连天雄供图)

时号称福建最高学府，每年报考生徒五六千人，录取三百人左右。由于生

源较好，师资和教学条件优越，书院中举及第率颇高，在国内颇负盛名。

。池书院前身—高山书院(连天雄供图)

任鳌峰书院山长十一年的陈寿祺

十分注重考试的正规化，强调以

考试来督促学习，他在《拟定鳌

峰书院事宜》订立了书院各种条

规，其中有定考试之地和建考棚

的条规。陈寿祺主张书院学生尽

可以为科举之业，但要处理好为

学与应举的关系。鳌峰书院近两

百年的历史中，书院能够在考课制

艺之余，并重经史，实属难能可

贵，培养出梁章钜、林则徐、陈化

成、张际亮等出类拔萃的人才。

凤池书院，原为“圣功书

院”，坐落于福州东街三牧坊



( 今福州一中校址)。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闽浙总督汪态伊、盐

法道孙尔准在篙山书院旧址的基础上改建而成，专为课试生童。后逐步

扩建，改名为凤池书院。书院注重举业教育，考中科名的学生不少，仅
道光历科便中举124名。

正谊书院，前身为正谊书局，同治五年(1866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

设立。正谊书局专为举人和贡生而设，选举人和贡生共一百人人局刊刻古

代遗书，月发津贴银五两。后设为书院，专课十郡举贡。每月考课以制艺

和试帖诗为主，目的为准备会试和殿试。正谊书院培养了不少文化精英，
如林纤、陈宝深、陈衍等。

明清时期，福建书院成为教育的主体，再度勃兴，逐步取代已名存

实亡的各级官学。明代前期的福建书院虽然能够继承宋元传统，以讲学为

主，成为传授学术观点的中心，但到明中叶以后，书院步官学后尘，逐渐

以八股文考课为主，沦为科举的附庸。书院每月考课二至四次，较各地官

《宪定正谊书院章程》(福建省图书馆供图) 正谊书院遗址(阮章魁供图)



晚清古榕书院旧照(连天雄供图)

学三年两次的岁、科考试活动更为经常。由于历年积累下来的举、贡、生

员数量庞大，书院又兼具救济和安定社会的职能。此外，各地书院仍不同

程度保存了一些实学传统，进行经史文词的讲习活动，培养了不少精通文
史的文化精英。人院生徒，也不全为习作八股文、领取膏火银而来，认真
教学和读书的师生也大有人在，他们以修己治人作为学习的主要目的。所

以，明清时期，数量众多的福建书院，虽然整体办学质量不高，但仍维系
着宋元书院传统教育的血脉。清末，统治者内外交困，为维护专制政权，
极力强化科举制度，笼络士子，禁锢思想。福建书院以讲授儒学和习作八
股为要旨，不少书院仅以举行科举模拟考试为主要活动，最终使之退出了
历史舞台。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福建是书院产生较早的省份之一。相对稳定的社

会环境，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以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群的存在，都
对福建书院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朱熹长期在福
建活动，理学思想在福建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便形成了当地书院中独具
特色的理学教育氛围。



第四节科举

科举是采取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封建国家需要的各级官吏的一种

制度。隋场帝大业二年(606年)，置进士科，科举制度由此创立。其目

的是为了选拔符合统治需要的人才，以维护和巩固皇权。科举制度轻“门

第”，重“才学”， “任人唯贤”的举措，为平民百姓打开人仕之门，对

后世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参加科举考试是隋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

赴考和中举及第人数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科

举与古代的官学、书院教育的关系密切，它直接检验着各地学校教育的状

况，因而它又能大体反映出一个地区教育发展的总体状况。当然，由于受

封建体制的制约，统治者为维护中央集权，往往采取笼络人才、禁锢思想

的措施，致使科举制度产生种种弊端，最终沦为扼杀人才的工具，其客观

性与公正性荡然无存。因此，为比较客观地反映福建教育的状况和成果，

还应放眼于科举人才的实际业绩与科举以外人才的成长情况。

一 、唐五代的福建科举

仅就福建选士和科举及第历史而言，唐以前，未有通过荐举进人上层

统治集团的福建人的记载，故被中原人士称为“闽人未知学”。而人唐以

后，特别是到中、晚唐时期，福建考中进士、明经的人数逐渐增多，又被

中原人士称为“文儒之乡”。

据刘海峰《福建教育史》考证，福建唐代中进士的共五十六人，低

于全国平均数，属科举小区。现有史料记载，从唐初到神龙元年(705

年)的80多年间，福建没有及第记录。到唐神龙二年(706年)，始有长

溪(今福安)人薛令之科举及第。但从神龙至贞元六年(790年)的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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